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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古代埃及的移民、城市与城市化

王　欢

摘  要：自后期王朝开始，域外新移民的到来直接刺激了晚期古代埃

及的城市发展，城市和建筑越来越多地结合不同来源的文化元素，呈现出

混合样态。新移民和当局的引导使得城市新的“纪念碑性”日益凸显。公

共浴场作为引进的希腊罗马城市公共建筑之一，它的演化是外来文化元素

与埃及本地传统杂糅进程中创造出新解决方案的典型，也为晚期古代地中

海世界“中心与边缘”学术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埃及案例。

关键词：晚期古代埃及　希腊化时代　移民　城市化

埃及早在新王国时期即已深度参与古代近东事务，迎来大量移民，成

为一个包容和吸纳多元文化和族群的国度。①后期王朝时期（第26—31王

朝，公元前644—前332年），既有本土王朝的复兴，又两次被波斯占领。这

一时期的埃及与东地中海各政治势力的交往更加深入，埃及城市中首次出现

希腊人集中贸易和聚居的区域。②自后期王朝以来，经希腊化和罗马统治时

期，埃及迎来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新的移民浪潮，包括希腊人、波斯人、犹

①　Ian Shaw, “Egypt and the Outside World,” in Ian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08—323.

②　Tony Leahy, “Egypt in the Late Period,” in Ian Shaw and Elizabeth Bloxam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gypt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720—743.



83

晚期古代埃及的移民、城市与城市化

太人、安纳托利亚人、黎凡特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黑人等。其中，为埃

及带来持久政治和文化影响的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城市化进程在这一时期得

到有力推进。由于对晚期古代遗址的发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聚焦于纪念碑性

特征突出的宗教或公共建筑，对城市整体遗址的发掘较少且遗址保存状况普

遍欠佳，目前对晚期古代埃及①城市研究的基本路径是在纸草文献的辅助下，

整理考古发掘成果，重构托勒密和罗马埃及的部分城市布局，讨论相关建筑

的风格、功能及其沿革，但仍远不足以描绘城市发展的全貌。②本文以希腊

化城市在埃及的出现和发展为线索，整理晚期古代埃及的移民与城市化进程

的关联，尝试在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代的整体语境中考察埃及城市化进程的

具体呈现方式及其影响。

一、 外来移民与多元文化传统的交汇

埃及人和希腊人最早建立联系可追溯至第18王朝法老阿蒙霍太普三世

时期（公元前14世纪上半叶），在当时埃及对其各臣属国的描绘中，伊奥尼

亚人首次出现。之后，晚期青铜时代环东地海世界的大灾变打断了包括埃

及与希腊的联系在内的许多国际交往。直至公元前7世纪，即后期王朝中的

舍易斯时期（第26王朝，公元前664—前525年），埃及人与希腊世界恢复正

常往来。这一时期，埃及以希腊雇佣兵充实军队，大批希腊人因此来到埃

及，位于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成为埃及和希腊文化的重要交汇点。该城是出 

①　“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这一术语一般认为由布朗在其著作《晚期古代世界》（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一书中使用后，逐渐成为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

通用术语。这一术语主要指3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对应于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至早期穆斯林征服时期，

或大致对应于萨珊波斯时期，与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各政治实体自身发展的时间段的对应各有不同。这一

概念侧重于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欧洲与“古典”时代的关系，强调其与前一时代的连续性而非“断裂”。在

埃及，自后期王朝（前7世纪中叶起）经托勒密和罗马前期的统治，直至拜占庭统治时期（7世纪中叶止），

埃及不断受到外族侵扰或直接统治，大量来自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外族人以雇佣兵、贸易从业人员或避难者

等身份前往埃及。他们的到来引起埃及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其中，希腊人在瑙克拉提斯城（Naucratis）
的聚居是标志性事件，埃及在此之后漫长历史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与移民和“希腊化”存在密切关联。为了方

便就城市化进程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本文借用“晚期古代”这一概念，将后期王朝经希腊化—罗马前期至拜

占庭时期的埃及称为“晚期古代埃及”。

②　Bérangère Redon, “New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and Urbanism,” in Katelijn Vandorpe (ed.), A Companion to 
Greco-Roman and Late Antique Egypt,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2019, pp.51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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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贸易需要而建成的希腊人聚居的城市，也是在亚历山大城建城之前在埃及

承担衔接地中海贸易网络重任的重要节点城市和港口。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希腊人再次与埃及本土政权发生联系，缘于一

次偶然事件。第26王朝的普萨姆泰克一世（Psamtik I，约公元前664—前610

年）本是埃及分裂为12个部分时的诸王之一，后被其他国王忌惮并放逐。为

了复仇，他向布托城（Buto）的勒托（Leto）女神求取神谕，后者向他建议

寻求来自大海的“青铜人”的帮助。之后，一些正在海上劫掠的伊奥尼亚人

和卡里亚人身着青铜铠甲，被迫在埃及海岸停泊，神谕应验。普萨姆泰克随

即向他们求助，并承诺如果他们与其结盟，助其成功，他将致以重谢。随后

事成，普萨姆泰克废黜了其他诸王，重新统一埃及。他兑现诺言，将尼罗河

佩鲁西亚支流两岸的两块土地（即希腊语的“营地”）提供给帮助他取胜的

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居住，并让一些埃及的孩子向这些人学习希腊语，他

们成为之后埃及—希腊语翻译人员的先驱。①这两块“营地”并非位于瑙克

拉提斯，而是在其附近。直到舍易斯王朝的另一位君主阿玛西斯（Amasis，

公元前570—前526年）时期，他对希腊人抱有好感，不仅把希腊人从上述

“营地”迁至孟斐斯，用作他的侍卫，而且，在他给予某些希腊人的优待中，

特别把瑙克拉提斯这样的城市给予愿意定居在埃及的希腊人居住；对于愿意

在沿海进行贸易，但不想定居在埃及的人，他答应给他们一些土地，供他们

用来安设祭坛和修建神庙，共有希腊东部的九个城市参与出资了这些建筑项

目。②根据以上记载并结合考古证据可知，希腊人于公元前7世纪以普萨姆泰

克一世的雇佣兵身份来到埃及并获准定居；瑙克拉提斯作为一处埃及定居点

建立的时间可能不晚于公元前625年，这里居住着埃及人、希腊人，可能也

有腓尼基人，后于公元前570年前后由阿玛西斯“特许”给希腊人居住。③该

城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埃及和希腊两个文明的跨文化接触的桥梁。

瑙克拉提斯位于舍易斯城以西约 16公里处卡诺皮克支流岸边，除地理位

置便利外，它的发展还受益于处于盐和泡碱的产地附近，且周围即是三角洲

①　Herodotus 2.154.

②　Herodotus 2.178.

③　Peter James, “Naukratis Revisited,” Hyperboreus, Vol. 9, No. 2 (2003), pp.23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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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地，汇集了充足的谷物用于出口。瑙克拉提斯在其鼎盛期占地约60公顷，

总人口约达13 000人：除希腊和埃及人外，这里还有腓尼基人、塞浦路斯

人、波斯人和其他族群。作为一个通往地中海的军事基地，它曾发挥重要的

战略作用，当时的海军战舰和大型海上航行船只都可以停泊在此处；作为埃

及最早的一座“希腊城市”和港口，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是埃及通过地中

海与希腊、腓尼基、塞浦路斯、北非、萨丁尼亚、伊特鲁里亚和西班牙进行

贸易的联结中心。瑙克拉提斯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古代殖民城市，从来不是殖

民地，也没有被外国势力完全占有过；外国人在这里获得了各种特许权，他

们在这里发展商业利益，相应地新的城市区域发展起来，但城市本身仍控制

在埃及当局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尽管相隔遥远的时空距

离，这座城市却与1842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上海颇为相似。①

到了希腊化时代，随着托勒密王朝的建立，埃及吸收了大量东地中海其

他地区的移民，其中，由托勒密主导的军事移民数量庞大。据推算，至公元

前3世纪中叶，这类移民约占希腊成年男性移民的63％，数量达5万之巨。②

这既是由于征服埃及的马其顿希腊上层不信任本土埃及人，将其排斥在军队

之外；同时，埃及士兵在战力上不如马其顿希腊雇佣军享有国际声誉也是一

个原因。致力于与其他希腊化王国的军事竞争的托勒密君主必须采取主动策

略，招募域外移民组成王朝军队并在必要时补充兵源。托勒密一世建立起一

支总数约在5万至6万人之间的马其顿希腊人常备军，且能在一度遭遇惨败、

军力折损近半的情况下迅速将士兵数量补充并维持在 3万至4万人之间，③从

某种程度上证明其招募马其顿希腊军事移民组成王朝常备军策略的有效性。

托勒密王朝还采用“柔性”方式吸引马其顿希腊移民前来埃及。通过建

①　Roger Forshaw, “The City of Naukratis: ‘The Shanghai of Ancient Egypt’,” Ancient Egypt Magazine, No. 117 
(Dec.2019—Jan.2020), pp.40—47.

②　D. W. Rathbone, “Villages, Land and Population in Graeco-Roman Egypt,”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No. 36 (216) (1990), pp.103—142.费舍尔—博维（Christelle Fischer-Bovet）估算当时的希腊

军人家庭成员数量（116 000）占埃及的希腊移民总数（18 4000）的比例同样为63％。参见Christelle Fischer-
Bovet, “Counting the Greeks in Egypt: Immigration in the First Century of Ptolemaic Rule,” in Claire Holleran 
and April Pudsey (eds.), Demography and the Graeco-Roman World: New Insights and Approach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35—154。

③　Diodorus 20.46—47,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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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亚历山大缪斯神庙（博物馆和人文研究院）和图书馆，大力扶持希腊文化

研究，汇聚了一批饱学之士，亚历山大城成为新的知识生产的中心。同时，

希腊部分城邦的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被引入新建的希腊城镇，降低了希腊移

民在异域定居的生活障碍。①

晚期古代埃及的另一大移民群体是犹太人。公元前7世纪中叶，一批犹

太士兵在象岛协助第26王朝的普萨姆泰克一世对抗第25王朝的末王塔努塔

蒙（Tanutamun）。②公元前6世纪中叶，驻扎在象岛的犹太士兵转为波斯帝国

在埃及的边防卫戍部队的一部分，他们在象岛建立了定居点。象岛的犹太人

宗教有巴比伦宗教的强烈痕迹，他们不仅崇拜亚卫（即耶和华［Yahweh］），

可能也崇拜战争和狩猎女神阿纳特（Anat）以及女神阿夏姆（Asham），女神

被视为亚卫的配偶，这是早期亚卫信仰与传统多神教相似的证据之一。③后

世以宗教排外为特征之一的犹太教对这一时期象岛的犹太人来说仍然是陌生

的，他们的犹太教仍保持一种开放状态。④正是因为存在宗教的相似性，犹

太人得以与周围拥有不同信仰的埃及人以及其他族群在大部分时间中通过通

婚、经济协作等方式和睦相处。在托勒密时期，托勒密一世于公元前307年

征服耶路撒冷，将巴勒斯坦地区的12万犹太俘虏集中迁往埃及（约瑟夫斯认

为之后旋即被托勒密二世释放⑤），其中有3万人被安置在军队和边境工事中；

到公元前200年，仅亚历山大城即有10万犹太人；在托勒密六世时期，受马

加比战争影响，约在公元前170年前后，又有大批犹太人随大祭司奥尼亚斯

来到埃及。埃及的犹太人不仅人数众多，是埃及人、希腊人之外的第三大族

群，而且广泛分布在北至亚历山大城、南至象岛的埃及各处。

需要注意的是，托勒密王朝在官方意义上使用的“希腊人”术语，并非

一直指称一般意义上拥有共同血缘的希腊人族群，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占据更

①　戴鑫： 《托勒密一世与埃及的移民潮》，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②　亚里斯提亚书信（Letter of Aristeas）第13节。参见R. J. H. Shutt. “Letter of Aristeas,” in J. H. Charlesworth 
(ed.), The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Vol. 2,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85, pp.7—34。

③　Paolo Sacchi,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Temple Period, London: 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4, p.151.

④　Karel van der Toorn, “Ethnicity at Elephantine: Jews, Arameans, Caspians,” Tel Aviv: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Tel Aviv University, Vol. 43, No. 2 (2016), pp.147—164.

⑤　Flavius Jeso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in The Works of Josephus, Complete and Unabridged, trans. by 
William Whiston,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87, pp.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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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利地位的身份标识，其他族群的成员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获得这一身份。

因此，随着族群间通婚和文化交流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发生，以及托勒密王朝

刻意制造“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身份区隔，①“希腊人”这一标签在区

分移民的最初来源地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弱。这种族群称谓在某种程度上“名

不副实”的情况也出现在托勒密官方对犹太人的身份“分类”中，来自巴勒

斯坦、腓尼基、南叙利亚以及约旦地区的移民被统称为“叙利亚和腓尼基

人”；而非官方的文献则称其为“叙利亚人”，②这一称谓显然既不指语言，也

不指部落，而是依据其来自的地域。希腊化时代埃及的移民规模大，时间

长，现有纸草材料中已经发现来自地中海东部、中部近东、东北非和黑海地

区的237个不同族群和文化群体移民的证据，而且移民中约三成来自非马其

顿希腊族群，埃及已经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程度很高的国家。③罗马时期的埃

及作为帝国的行省之一，来自帝国境内其他区域的移民以及埃及行省内部各

区域间的移民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④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域外文化与埃及

本土文化在长期共存中产生交流与互鉴，其表现之一即是深刻影响了晚期古

代埃及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

二、 托勒密和罗马时期埃及城市（镇）的规划与纪念碑性

长期以来，晚期古代埃及的城市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重视，这种情况

首先与相应时段的历史研究在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内都不受重视的总体情况

有关：埃及学更重视法老时段，西方古典学更重视希腊城邦研究，晚期古

代埃及处于这种“双重边缘”的状态，在一些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学者们更

重视法老时代的地层和器物，晚期古代的相关内容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另

外，埃及农民长期有将古代城镇遗址建筑物的泥砖风化成的土壤挖去肥田的

①　戴鑫： 《托勒密二世税制改革与埃及的“希腊人”》，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1期。

②　温静： 《托勒密埃及犹太人的经济地位》，载佘太山、李锦绣主编： 《丝瓷之路 I：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89页。

③　Csaba A. La’da, “Towards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to Hellenistic Egypt: The Contribution of Ethnic 
Designations to Research,” Archiv für Papyrusforschung und verwandte Gebiete, Vol. 66, No. 1 (2020), pp.45—82.

④　Colin Adams, “Migration in Roman Egypt: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Luuk de Ligt and Laurens Ernst 
Tacoma (eds.),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Leiden: Brill, 2016, pp.26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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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这既导致一些遗址的意外发现（如阿玛尔那），也对很多遗址造成严

重破坏。第三，在埃及考古的早期阶段，发掘重点是“寻宝”或获取纸草文

书，缺乏对非“宝物”、无文字的器物和遗址的保护意识，破坏性的发掘使

古代城镇遗址的状况雪上加霜。这一情况在20世纪末以来得到了改善，尽管

完整的城镇遗址数量仍然很少，大部分古代城镇遗址都位于今天的人类居住

区域的地下，但结合近30年来的发掘、纸草学研究成果和古代作家的记载，

目前可以对晚期古代埃及，尤其是托勒密和罗马前期埃及城市布局和建筑发

展的基本情况进行勾勒。

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混合了大量希腊和地中海世界其他区域的移民，

城市和建筑因而结合了不同来源的文化要素，城市规划与建筑布局显示出希

腊文化的影响以及当希腊传统与埃及传统相遇后出现的本地化倾向。城市布

局一般分为自然生长和人工干预两种，从早期定居点逐渐发展起来的古老城

市一般属于前者，出于特定目的而新建的城市基本属于后者。最著名的法老

时期的埃及城市包括第12王朝法老塞努斯瑞特二世的金字塔城拉洪、新王国

时期的工匠村代尔 · 麦地纳，以及埃赫那吞的新都阿玛尔那。这三座城市均

为新建的有规划的城市，尤其是工匠村城镇的网格状棋盘式布局显示了明显

的人工主导意图。这种规划方式在希腊对应为以建筑师米利都的希波达姆斯

（Hippodamus）的名字命名的“希波达姆斯式布局”。

公元前5世纪之前的希腊城市和埃及城市类似，大多是自发形成的，但

关于城市生活和城市规划的设想已经出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构想了城市

生活的美好和理想状态，柏拉图的政治理念包含了城市规划方面的考虑，在

他看来，完整性和均衡性只存在于整体之中。在一个有差等的、不同阶层的

居民居住的城市中，为了城邦应不惜牺牲市民的生活，甚至也可以牺牲人类

与生俱来的天性。因此，一座有城墙的城市的每座房子里都可以防守，每条

街道四面都是统一的，有规则的。它易于防守的特点在安全方面胜过其他任

何城市。①柏拉图从安全防守的角度提出规则统一的城市规划思想，展现了

强烈的人工主导和干预意志，深刻影响了希波达姆斯。在希波战争后的城市

①　［古希腊］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卷三），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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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中，希波达姆斯基于柏拉图等人有关社会秩序的理想，探求几何与

数的和谐，强调以棋盘式的路网为城市骨架并构筑明确、规整的城市公共中

心，以求得城市整体的秩序和美。①这一模式在古典晚期和希腊化时代被广

泛使用，罗马时期则被用于大量军事卫戍城的规划。

希波达姆斯模式要求将城市依功能均衡地分成大小相似、可以相互区分

的不同区域，整体上呈网格棋盘状；城市中心是公共建筑和神庙所在的广

场，但这一区域需从属于网格棋盘系统，街道平行于重要机构的入口而不是

以中轴线的方式与其垂直。在这种模式下，城市空间被相对均等地分割，一

些新建城市甚至引入标准化住房，居民的房屋类型大体相同。这种对一致性

和均等性的强调是希腊式的民主理念在城市规划方面的具象实现。②

埃及的情况则是另一番光景。希波达姆斯模式在托勒密埃及的城市

（镇）规划中同样得到运用，但它所承载的理念却与希腊城邦并不相同。马

其顿希腊人统治者在埃及大力扶持希腊文化，但对建立民主政制不感兴趣。

同时，网格棋盘式城市布局对埃及人来说并不陌生，这是出于特定目的而新

建城市的典型规划模式。早在古王国时期，为国王建造金字塔的建筑工人所

集中居住的工匠村即是这种城市；中王国时期为了迅速、简便地安置大量工

匠或移民，也曾新建此类城市。联系中王国时期社会控制增强的历史语境，

埃及学家认为，这是一种过时而刻板的城镇规划理念（其设计者试图创造出

一个他们想象中的社会的现实形式），是国家控制民众生活和财产的手段，

不给财富在社会经济增长和展示中预留任何自主空间。③因此，理解托勒密

埃及城镇规划，需要综合考虑这一时期的实际需求以及移民和本土居民所代

表的埃及和希腊两种传统的“对接”情况。

希腊化时期，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许多新的定居点在埃及建立起

来。马其顿希腊人在埃及建立的首座城市是后来成为托勒密王朝首都的亚历

山大城。这座城市的选址是亚历山大刻意为之，它坐落在尼罗河三角洲最西

①　张京祥：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4页。

②　W. Hoepfner, E. L. Schwandner, S. Dakares and J. Boessneck, Haus und Stadt im klassischen Griechenland, 
München: Deutscher Kunstverlag, 1994, pp.306—308, 312—313.

③　Barry J. Kemp,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3rd e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19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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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的地中海沿岸，在实践和象征层面都保持着与埃及传统的若即若离。亚历

山大城沿海岸线伸展开来，全城有三个重要港口，其中两个是海港，还有一

个是城市南部马里奥特湖（Mareotic Lake）边的内港。整座城市分成五个辖

区，以希腊语的前五个字母命名，包括王室区、埃及人区、希腊人区、犹太

人区以及墓区。城区由一条长约五公里的大道贯穿东西，另有一条南北向的

大道，宽达30米，二者交叉处是一个广场，其他重要街道与两条主干道平

行或以直角相交。相当一部分城区在整体上呈典型的网格棋盘式布局，大的

街区内部由更次要一级的街道进一步细分为小的单元。博物馆和体育馆等希

腊城邦中常见的公共建筑和设施排布其间，最初的网格系统一直保存至中世

纪。①此外，该城还有城市供水系统，以运河引水入城，再将水通过水道分

配至各蓄水池供生产和生活之用。②

除亚历山大城外，希腊移民在埃及集中居住的地区首推法雍。为了安

置移民、提高农业产出和税收，继中王国时期首次开发法雍以来，托勒密

王朝开始对法雍地区进行古代埃及历史上第二次开发，这一地区出现诸多

新城镇，其中一些由托勒密官员督建，一般采用网格棋盘模式的城镇布局，

由托勒密二世的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督建的费拉德尔菲亚

（Philadelphia）即是一例。

这座城市没有城墙，网格状布局较为规则，城区四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与

至少八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垂直相交。这些街道宽度约五至十米，其中，有两

条南北走向的街道约是其他街道的两倍宽，可能是主干道。已发掘的区域显

示有两座神庙，其中一座是泥砖建成的埃及风格的神庙。纸草文献则表明，

当时有许多其他神庙和圣所分布，还有体育馆、公共浴室和一些其他公共建

筑。③所有的主要神圣区域和公共建筑都被置于整体网格规划之下，道路通

过而非通向特殊的建筑，与亚历山大城类似。这显示了希波达姆斯网格棋盘

①　Judith McKenzie, The Architecture of Alexandria and Egypt 300 B.C. to A.D. 7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4.

②　亚历山大城给许多古代作家留下深刻印象，如斯特拉波，参见Strabo 17.1.6—11。

③　P. Viereck, Philadelphia: Die Gründung einer hellenistischen Militärkolonie in Ägypten, Leipzig: J. C. Hinrichs, 
1928, pp.12—14; Willy Clarysse and Katelijn Vandorpe, Zenon, un homme d’affaires grec à l’ombre des pyramide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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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运用于东方地区新建希腊化城镇规划的一般特征。

但是，也有一些已经发掘的法雍城镇仍然采用较为松散的传统布局方式，

如索克诺帕欧奈索斯（Soknopaiou Nesos，图1）和巴基亚斯（Bakchias）。①

这两座城镇在托勒密和罗马前期均处于活跃状态，巴基亚斯南部区域则是其

晚期罗马和拜占庭时期市镇的中心。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传统的埃及神庙在城

镇布局中处于中枢地位，一条通向神庙的主干道（圣道）构成城市的主要轴

线，这通常是该城唯一的石砌道路，道路两旁通常排列着巨大的雕像。除了

神庙和圣道之外，城市的其他区域一般没有明显的人工规划痕迹，而是围绕

着神庙（可能不止一座）及其圣道呈自然生长分布状态。巴基亚斯是典型的

古代埃及城镇在托勒密和罗马时期再发展的案例，在该城镇的重新规划中，

神庙的中心地位直至罗马时期也并未动摇。

除此之外，法雍西部边缘的狄奥尼西亚斯（Dionysias）的城镇规划可以

视为将自然生长的松散模式与网格棋盘状的希波达姆斯模式进行了结合（图

2）。穆勒指出，如果在狄奥尼西亚斯平面图的上方覆盖一个矩形的50×50

米的网格，主神庙则恰好处于城镇中心四个公寓群的中间位置，代替了原

本应处于希波达姆斯式城市中心位置的“广场”，可以与格状体系在形式

上相匹配。②因此，这是该城镇的设计者整合两种不同的城市规划策略的 

尝试。

罗马统治时期，埃及并未出现城镇规划的新模式，新的城镇管理者一般

对托勒密时代原有的基本布局表示尊重，但出于实际管理或重建的需要，罗

马人也会对城市做出新规划。如在亚历山大城，这座城市的政治局势早在托

勒密晚期即长期动荡，被罗马吞并后，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流血冲突和其他社

会矛盾使局势更为糟糕。罗马人将在埃及的大部分军事力量部署在亚历山大

城或城外的新区尼科波利斯（Nikopolis），以便控制这座城市。该新区建造了

剧院和其他景点，以纪念屋大维/奥古斯都的胜利，这使年久失修、已被忽

①　Paola Davoli, “Examples of Town Planning in the Fayyum,”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apyrologists 
Vol. 42 (2005), pp.213—233.

②　Katja Mueller, Settlements of the Ptolemies: City Foundations and New Settlement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Leuven: Peeters, 2006, pp.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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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索克诺帕欧奈索斯城的布局。图片来源：Paola Davoli, “Examples 

of Town Planning  in  the Fayyum,”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apyrologists 42 (2005), plat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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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狄奥尼西亚斯城的布局，一个结合松散式和棋盘式两种布局模式的尝试。图片来

源：Roger S. Bagnall  and D. Rathbone, eds., Egypt  from Alexander  to  the Copts: An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Guide,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4,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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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亚历山大城的其他纪念物相形见绌。①

法老时代的埃及不乏充满纪念碑性特征的纪念物，如金字塔、方尖碑以

及数量繁多的大型雕像，这一特征在晚期古代埃及的城市发展中同样存在，

但纪念物及其纪念碑性的内涵存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神庙圣道及其附

属建筑见证并反映了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社会和文化变革。

作为一种连接神庙与外部空间，或是联系两个神庙之间的仪式性通道，

神庙圣道是其所在城镇唯一有石砌路面的道路，在埃及历史上最早可追溯到

第18王朝哈特谢普苏特时期。这位女王将卡尔纳克的阿蒙—拉神庙和南面的

穆特神庙以及卢克索神庙之间铺上石块连接起来，这条仪式大道后来成为东

底比斯地区最为重要，也是埃及历史上最长的圣道，是哈特谢普苏特采取的

一系列使王位合法化的宣传手段的一部分。②第30王朝时期的奈克塔尼波一

世修建了从卡尔纳克到卢克索神庙之间以沙岩铺就的圣道，圣道两侧约700

座斯芬克斯的头像全部是这位君主本人的形象。前托勒密时代，在底比斯地

区之外，可能只有孟斐斯塞拉皮雍一处圣道留存至今。这条后来出现于斯特

拉波笔下的圣道有可能是奈克塔尼波一世所建。现存圣道建筑绝大部分都始

建于托勒密时代，并一直沿用到罗马早期。

法雍地区泰布图尼斯（Tebtunis）的索克奈布图尼斯（Soktebtunis）神庙

圣道，是为数不多可以确切断代的此类建筑。包括圣道在内的索克奈布图尼

斯神庙复合建筑，整体上新建于托勒密一世时期。但现存的石砌圣道断代于

奥古斯都时期，直通向位于遗址南部的神庙，在它下方覆盖着托勒密时期的

圣道。它的起点处以一对石狮的基座为标志，往前是一个粗糙的石亭（这可

能表明未能最后完工）。另一条罗马时期的圣道向西通向沙漠，可能是通往

一个尚未被发现的鳄鱼神的葬祭庙。在石亭的前方有一对伏卧的石狮，这里

是托勒密时期圣道的起点，接下去还有一个托勒密王朝早期的石亭。圣道终

止于托勒密十二世或奥古斯都时代一个露天的门廊，它的石墙上有浮雕，呈

①　Richard Alston, Soldier and Society in Roman Egypt: A Soci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23—24; 
Judith McKenzie, The Architecture of Alexandria and Egypt 300 B.C. to A.D. 7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76.关于罗马和拜占庭埃及城市的系统研究参见Richard Alston, The City in Roman and Byzantine Egypt, 
London: Routledge, 2002。

②　C. Graindorge, “Naissance d’une chapelle reposoir de barque,” Les Dossiers d’archéologie, Vol. 187 (1993), p.46.



95

晚期古代埃及的移民、城市与城市化

现的内容是每年一次从神庙出发的鳄鱼木乃伊游行。圣道两侧在罗马时期建

有供节日期间私人社团成员聚会使用的宴饮室。①

在孟斐斯，托勒密一世创立了融合奥西里斯和阿皮斯的塞拉皮斯的崇拜

后，在原有的第30王朝神庙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塞拉皮雍，其圣道两侧分立

着第30王朝所建134尊石灰岩斯芬克斯。②在托勒密时代，塞拉皮雍圣道出

现了新变化，一群神话中的人物与动物的希腊式群像出现，它们演绎了狄奥

尼索斯和奥索拉皮斯（Osorapis，希腊化时代后期的融合神，与塞拉皮斯混

同）在冥世方面的职能。在这组群像中，天界的小童们骑在狮子、雌豹、孔

雀，甚至是冥府看门狗刻耳柏洛斯身上—它在喝过葡萄酒后醉得失去了活

力，伸出了舌头。另外，还有一个曾有翼的女海妖塞壬的雕像。她正在起舞

奏琴。结满果实的葡萄藤覆盖了群像的岩石基座，同样暗示着这是酒神崇拜

的氛围。这种轻松的氛围基调表明，群像呈现的内容可能是托勒密二世节日

庆典中酒神崇拜的一部分。

在神庙的入口附近，主圣道和另一条道路的交叉处旁，有11座大于真人

尺寸的哲人和诗人群像。他们有坐有站，围成一个半圆（图 3）。最右边的坐

像倚靠着一把琴，可能是一个诗人。一些雕像上有希腊语铭文，可以辨认出

“PLATO”“PROTA（goras）”以及涂鸦“PIND（aros）”的字样。③这些雕像

以粗糙的石灰岩基座相连、支撑，有些已经严重损坏，甚至没有了脚。由于

半圆形群像的泥砖基座几乎没有动过的痕迹，这些雕像可能位于它们最初的

位置。群像是石灰岩材质，对再利用来说价值不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它们

免遭破坏。

关于该群像所代表的人物身份，已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是，他们代表着

一群智慧的希腊人，曾在埃及游历过，并将科学、智慧和艺术带回了欧洲

大陆。这种观念来自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他引用了阿布德拉（Abdera）的

①　Roger S. Bagnall and D. Rathbone (eds.), Egypt from Alexander to the Copts: An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Guide,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4, pp.147—152.

②　Kathryn A. Bard, Encyclopedia of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872.

③　有些学者据此认为铭文和人物身份有对应关系，参见Brunilde Sismondo Ridgway, Hellenistic Sculpture, III. 
The Styles of ca. 100—31 B.C,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2, pp.131—134; Dorothy J. Thompson, 
Memphis under the Ptolemies, 2nd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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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孟斐斯塞拉皮雍圣道尽头处的“贤哲”群像。图片来源：Roger S. Bagnall and D. 

Rathbone, eds., Egypt from Alexander to the Copts: An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Guide,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4,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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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卡塔乌斯（Hecataeus）的著作，列举了曾到过埃及的一系列诗人、哲

人、数学家、占星师、立法者、预言师、艺术家和工程师。狄奥多罗斯同

时意识到，当埃及人提及这类希腊人时，很可能是用来显示自身埃及文明

的优越性。①迄今为止，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将这一群像和狄奥多罗斯的人

名表联系起来，也有可能这些铭文是后人添加的。②但是，在包括托勒密

埃及在内的希腊化世界，知性生活是如此重要，以贤人群像作为奉献主题

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事。哲人对生与死问题的沉思，哲人与坟墓（尤其是埃

及的坟墓）之间的特殊联系，使他们立于代表冥界入口的神庙之前变得 

合理。

另外，孟斐斯在古代被视为哈迪斯和爱丽舍乐园（Elysion，即极乐

净土）的所在，③通向哈迪斯所掌管的冥府入口的即是孟斐斯奥索拉皮斯

的圣所。这种观念应当是起源于圣所与奥西里斯的紧密联系，以及它只

在阿皮斯神牛的丧葬仪式时才开放地下拱墓这一事实。直到罗马帝国时

代，仍有塞拉皮雍是哈迪斯冥府入口的观念。④神话中刻耳柏洛斯和塞壬

的故事暗示了塞拉皮雍入口处的群像与哈迪斯冥府入口的联系。更为重要

的是，这些雕像的酒神特征说明，它们可能是被特意安放在冥府这一神圣 

之地。

哈迪斯极乐净土的很大一部分被认为是一个引导高贵灵魂进入快乐、神

圣和永生之地的区域。希腊古代传统认为，人们会在那里遇到历史上的著

名人物。柏拉图使用了这一理念：当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提出死亡并

非恶事时，他列举了死后可以在哈迪斯那里遇到的许多有趣的人，既包括

荷马时代的英雄，也包括俄耳甫斯（Orpheus）、慕赛俄斯（Musaios）、荷马

①　U. Wilcken, “Die griechischen Denkmäler vom Dromos des Serapeums von Memphis,” Jahrbuch des Kaiserlich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Vol. 32 (1917), p.172.

②　J. P. Lauer, and C. Picard, Les statues ptolémaïques du Sarapieion de Memphi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5, pp.120, 144—145; M. Bergmann, “The Philosophers and Poets in the Sarapieion at Memphis,” in P. 
Schultz and R. von den Hoff (eds.), Early Hellenistic Portraiture: Image, Style,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52.

③　U. Wilcken, “Die griechischen Denkmäler vom Dromos des Serapeums von Memphis,” pp.196—198.

④　Plutarch, Isis et Osiris,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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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赫西俄德等。①对于柏拉图来说，以一种哲学的方式生活，是进入哈迪斯

这部分美妙领域的最佳方式。随着知性生活在希腊化时代重要性的不断增

加，哲人的聚集成为极乐净土的关键特征。在假托柏拉图对话的阿克希库斯

（Axiochos，约公元前1世纪）的著作中，极乐净土最重要的一部分区域（与

鲜花草甸和活水相邻的部分）有哲人圈子、诗人的演说、合唱团与音乐和舞

蹈、令人愉悦的酒会……纯净、美好而甜蜜的生活。②

因此，塞拉皮斯圣道的希腊雕像区域营造出这样一种氛围：在哈迪斯冥

府的入口，在永生极乐的氛围中，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享受音乐、舞蹈，观

赏来自遥远国家的珍奇（如孔雀），酒神式的康宁幸福甚至赐予了地狱看门

犬刻耳柏洛斯。在公元前3世纪，过去的贤哲可能也被加入对无忧乐土的幻

想，他们的出现使冥府更具吸引力。这种将死后生活知性化的观念已经成为

当时的“时代精神”，它可能正是极乐净土中狂欢的神话形象和著名贤哲人

物被并置于塞拉皮雍圣道上的深层原因之一。

如果说托勒密时期埃及城市的纪念碑性表明希腊文化在埃及的落地生

根，罗马埃及城市的纪念碑性则见证了希腊化向传统埃及文明的腹地尼罗河

谷的推进。相对于托勒密君主，罗马皇帝远离埃及，因此，皇帝的到访及其

引发的各方反应对埃及的臣民来说是重大事件，他们有时会以开建新的建筑

工程来予以纪念。

中埃及的安提努波利斯（Antinoöpolis）是哈德良皇帝为纪念到访时其情

人安提诺斯（Antinous）不慎落水去世（公元130年）所建的城市，也是中埃

及第一座希腊式城市。遵照埃及将溺水去世之人奉为神的传统，哈德良不仅

为纪念安提诺斯建设新城，以他的名字为新城命名，而且将他封为这座城市

的神。新城采用典型的希波达姆斯式网格规划，拆除了在此之前除拉美西斯

二世神庙之外的其他既有建筑，以众多新的纪念柱和安提诺斯的雕像作为城

市的装饰。哈德良允许城中的希腊人与埃及人通婚，鼓励其他地方的希腊人

来此定居，允许本地传统的神祇与新创立的奥西里斯—安提诺斯神同样受到

①　Plat., Apology, 41a-d.

②　Plat., Axiochos, 371 c-d; Carl Werner Müller, Die Kurzdialoge der Appendix Platonica: philologische Beiträge 
zur nachplatonischen Sokratik, München: W. Fink,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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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①这些做法清晰反映了罗马皇帝在纪念情人之外的政治动机。

安提努波利斯很快成为埃及新城市建设的“标杆”，促使其他城市竞相

模仿建设希腊式城市，中埃及的赫尔摩波里斯（Hermopolis）也受其影响。

这座城市同样兴起于法老时代，是智慧和书写之神图特最重要的崇拜地之

一。该城市区在奈克塔尼波一世时期得到了重大改造，至托勒密时代，已经

是一个著名的诺姆首府。这座城市最初的布局与其他多数自然生长的法老城

镇类似，神庙及其圣道是最重要的建筑，主导着城镇景观，其他建筑物围绕

神庙或在圣道两侧分布。该城市分布着从法老时代至罗马时期的建筑遗存，

作为图特神圣物的两只巨大的石英石狒狒雕像，可追溯至第18王朝阿蒙霍

太普三世时代，之后被重复利用，直至被掩埋于后期王朝神庙内殿入口处的

地基。罗马统治前期，犹太人于130年起义后，城市面貌遭到严重破坏。随

后，在城市重建时期，埃及正身陷模仿安提努波利斯建立希腊式帝国城市的

热潮。因此，包括赫尔摩波里斯、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和安提努波

利斯在内的中埃及城市，在建筑风格上，尤其是希腊式立柱的使用方面，颇

有相似之处，赫尔摩波里斯的重建是当时整个中埃及区域地方重建计划的一 

部分。

赫尔摩波里斯城有南北两条主要街道，南北向的主街是原有图特神庙

的圣道，东西向的主街以安提诺斯的名字命名，可以看出赫尔摩波里斯与安

提努波利斯这两座仅隔尼罗河相望的城市的关联性。安提诺街连接了两个城

门，西端的是月门，东端的是日门，这与具体实施哈德良建造安提努波利斯

城计划的安东尼皮乌斯皇帝在亚历山大城建造的圣道及其联结的日门与月门

的结构类似，城市建筑空间的宇宙论设计目的显而易见，②体现出鲜明的纪

念碑性。两条主要街道交汇处的四角建有顶部立着雕像的纪念柱，每一边辅

以喷泉，路口东北侧建有节日集会大厅。后期王朝时期的图特神庙在路口以

北，它的圣道右侧是图密善皇帝时期重新供奉的图特神配偶的神庙。安提诺

①　Royston Lambert, Beloved and God: The Story of Hadrian and Antinou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4, 
pp.149—202.

②　Wolfgang Müller, “Urbanism in Graeco‐Roman Egypt,” in M. Bietak, E. Czerny and I. Forstner‐Müller (eds.), 
Cities and Urbanism in Ancient Egypt,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0, 
pp.21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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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的南侧建有一座断代于3世纪的大型基督教会堂，这里在托勒密时期是

一座希腊人的神庙。此外，这座城市还建有尼禄时期的一座小神庙，蓄水塔

和相应的给排水管道等城市公共设施也一应俱全，成为埃及城市展示帝国时

期罗马性的典范（图4）。①

三、 公共浴室：一个城市化的埃及案例

晚期古代埃及的城市在古代作家和纸草文献中都有很多记录，但如前文

所述，相应的考古材料，尤其是保存较为完整的遗址较为稀少。得益于近些

年来埃及考古的新进展，这一时期埃及的城市化有了更为丰富的物质文化类

型的证据。其中，除宗教建筑外，公共浴室是保存最为完整的遗迹，我们可

以把它们当作个案，从而对晚期古代埃及城市化的变迁做一初步审视。根据

雷登的整理，这一时期埃及公共浴室既与政治上的王朝更迭和移民有关，又

体现出埃及独具特色的传统的延续性。②

对于法老时代埃及的居民来说，沐浴是私人事项。因此，公共浴室在埃及

是从希腊引进的舶来品。希腊的公共浴室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一般空间较

小，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环形结构的半隔断空间，沐浴者在自己的隔断空

间内使用“臀部浴盆”擦去污垢并冲洗身体；另一部分是浸泡和放松的所在。

因其是公共空间，故而从一开始就天然具有社交属性，是罗马公共浴场的前身。

随着希腊化时代的到来，这种浴室蔓延至各个希腊化王国，并分化出东方、希

腊大陆和埃及三种类型。其中，埃及的浴室在最近十数年内才受到关注。

在现已发掘的30余处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公共浴室中，近半数的布局几

乎相同。这些浴室具有两个不同于其发祥地的特征。其一是在洗浴方面，埃

及的浴室有两个环形洗浴空间，这在埃及以外的地区较为罕见。两个独立的

①　Roger S. Bagnall and D. Rathbone (eds.), Egypt from Alexander to the Copts: An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Guide, pp.168—173; D. Bailey, Excavations at el-Ashmunein, IV. Hermopolis Magna: Buildings of the Roman Period,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1.

②　Bérangère Redon (ed.), Collective Baths in Egypt 2: New Discoveries and Perspectives,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 2017; Bérangère Redon, “New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and Urbanism,” in Katelijn 
Vandorpe (ed.), A Companion to Greco-Roman and Late Antique Egypt, pp.52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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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浴室可以同时供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空间洗浴（图5）。其二是在浸泡放松

的方式方面，与大希腊地区经常出现的集体浴池不同，希腊化时期的埃及浴

室配备了单独浸入式浴盆，每个人都可以自行浸浴，不必与他人在同一池水

中赤裸相见，忍受其他人的体味，这可能是希腊沐浴文化适应埃及本土卫生

观念的体现。埃及在引入希腊式公共浴室并做出本地化调整后，这种浴室并

未随着埃及成为罗马的一个省而迅速更迭为罗马大浴场的模式。直到1—2世

纪，埃及仍主要使用希腊式公共浴室。①

罗马公共浴场由希腊公共浴室演化而来，有三个主要空间，对应罗马人

洗浴流程中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宽衣和简单社交，发生在进入浴场后带

更衣空间的接待区；第二阶段发生在温水浴室，是一个通往热水浴室的过渡

空间；第三个阶段是热水浴室中擦洗和出汗，清除污垢；第四个阶段是在冷

水空间浸浴。更为复杂的流程对空间设计、供热和供应不同温度的水等方面

有更高的要求。同时，为了吸引更多顾客，罗马浴场与角斗学校和体育馆等

系统地联结在一起，充分发挥复合公共空间的社交属性。②

由于改良的希腊公共浴室在埃及大获成功，埃及直至1世纪中叶，随着

罗马军队的驻扎，才开始建立罗马式浴场，但规模有限（一般小于150平方

米）。埃及大城镇引入罗马式浴场的时间不晚于 2世纪，与体育馆密切相关。

目前已发现近20处罗马浴场遗址，保存状况不佳，但纸草和陶片中的文字证

据表明，这一时期存在非常活跃的公共洗浴文化。底比斯的卡尔纳克区域的

浴场是唯一保存状况较好的罗马浴场遗址，它建于2世纪，位于尼罗河岸边，

并靠近阿蒙神庙入口。该浴场是按照“帝国式”布局建造的，融合了罗马大

型公共浴场的所有特征（例如环形动线和对称布局），但规模较小，是罗马

世界最小的帝国式公共浴场。另外，与标准的罗马浴场不同，它没有提供任

何体育设施（图6）。③

①　埃及的希腊式浴室目录参见Thibaud Fournet and Bérangère Redon, “Catalogue of the Greek Tholos Baths of 
Egypt,” in Bérangère Redon (ed.), Collective Baths in Egypt 2: New Discoveries and Perspectives, pp.389—435。

②　Garrett G. Fagan, Bathing in Public in the Roman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③　罗马和拜占庭时期埃及浴场目录参见Thibaud Fournet, Bérangère Redon and Matthieu Vanpeene, “Catalogue 
of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Baths of Egypt,” in Bérangère Redon (ed.), Collective Baths in Egypt 2: New Discoveries 
and Perspectives, pp.45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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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希腊化时代埃及浴室的典型布局。可以明显看出，从入口处即有两条路线分开，可以同

时容纳不同性别的客人洗浴。图片来源：Bérangère Redon, “New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and 

Urbanism,”  in A Companion  to Greco-Roman and Late Antique Egypt , edited by Katelijn 

Vandorpe,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2019, p.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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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罗马时代埃及卡尔纳克浴场复原布局。图片来源：Mansour Boraik, Salah Al-Masekh, 

Thibaud Fournet, and Pauline Piraud-Fournet, “The Roman Baths at Karnak, Between River 

and Temple. Architectural Study and Urban Context,”  in Collective Baths  in Egypt 2 , New 

Discoveries and Perspectives, edited by B. Redon, Le Caire: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 2017, 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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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时期埃及的浴室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在5—6世纪。相对于其他

地区的浴场，埃及的类型仍然与众不同。这一时期埃及浴场在规模上平均占

地约500平方米，与北非一般占地在1 000—3 000平方米的浴场相比，埃及浴

场明显较小。同时，埃及浴场仍然没有体育设施，延续了自罗马时代以来与

地中海其他地区浴场的区别。埃及浴场的另一特点是其加热技术的使用。这

一时期烧水的火炉位于建筑结构的中心，可以通过整个建筑物下方的地下通

道进入。在火炉之上是结构复杂的锅炉，为散布在加热大厅中的所有分浴室

提供热水。通过这种方式，相邻的房间也可以被加热，因为产生的热空气在

地板下并通过封闭在墙壁中的烟道实现循环。与希腊化和罗马前期的火炉通

常位于浴室建筑最内侧相比，火炉位于建筑物中心的布局是典型拜占庭埃及

式的，这一设计允许将浴室隔成两个互不接触的独立沐浴动线区域。尽管罗

马世界从1世纪起即有双浴室，但这种设计直至4—5世纪仍未在帝国范围内

得到广泛应用，埃及的浴场在这一方面脱颖而出。由于两部分沐浴空间完全

是对称结构，只有在偶尔发现特定的器具或珠宝首饰时，才可能确定该动线

区域是为男性还是女性顾客设计。①

与最初引入埃及即与特定“希腊人”这一特权身份密切相关的体育馆不

同，没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公共浴室是只面向少数人开放的空间。相反，埃及

公共浴室的浴资低廉，一次仅需实际流通中最小面值的货币金额，人们通常

隔日即去一次浴室。②根据现有材料推算，托勒密时期的顾客甚至达到每年

数万至数十万人。③同时，这些浴场分布广泛，既包括希腊人聚居区，也在

底比斯这样的埃及传统最为深厚的上埃及出现；既出现在大都市，也分布在

偏远的乡村（如罗马时期的安提弗拉［Antiphrae］）。从纸草文献和考古遗址

中浴场的设施也看不出刻意将顾客区分为贵族或平民等不同群体的意图。浴

①　Thibaud Fournet and Bérangère Redon, “Romano-Byzantine Baths of Egypt: The Birth and Spread of a Little-
Known Regional Model,” in Bérangère Redon (ed.), Collective Baths in Egypt 2: New Discoveries and Perspectives, 
pp.279—321.

②　T. Faucher and B. Redon, “Le prix de l’entrée au bain en Égypte d’après les sources papyrologiques et 
numismatiques,” in M.‐F. Boussac (ed.), Balaneia, thermes et hammams: 25 siècles de bain collectif (Proche-Orient, 
Égypte, péninsule Arabique),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 2014, pp.835—855.

③　B. Redon, “Statut, revenus et fiscalité des édifices de bain en Égypte 1. Époque ptolémaïque,”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Vol. 111 (2011), pp.3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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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还经常发生暴力事件，①这从反面证明其未对顾客进行筛选，顾客身份来源

具有多样性和混杂性。

但是，罗马时期的部分大浴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这一转变与帝国时期

政府大幅度增强对市政管理和城市建设的干预有关。如前文所述，帝国时期

的埃及出现自上而下甚至由皇帝本人推动的希腊式城市建设热潮，公共浴场

不会独立于这一潮流之外，它的选址和建筑风格需要符合当局对于城市重新

规划的统一要求，体现“罗马性”，只是在规模方面可以根据实际财政状况

量入为出。以奥克西林库斯城为例，该城公共浴场在罗马时期的分布不再更

多地考虑成本和获客便利度（如城镇和村庄外围且靠近主要入口处），而是

位于城区的显要地段，靠近体育馆、水源，以及主干道，成为城市中的地标

之一，②甚至被用来命名所在的街道或街区。有些大浴场与附近的体育馆产生

内在联系，以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法定身份，而体育馆的会员资格早在托勒

密时期即与“希腊人”的特权地位有关。在帝国时期的某些阶段，这一资格

是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前提，直至3世纪初期帝国境内所有自由民均可获得

罗马公民权时止。

余 论

尽管一度受到的重视程度有限，随着希腊人和罗马征服的先后到来，晚

期古代埃及日益被纳入西方古典学者书写希腊罗马史的视野，其中产生的一

个经典判断即是埃及是希腊化世界的例外，③在罗马时期亦是如此。④由于文

化生境和历史传统的不同，这一判断在许多方面都符合实际情况。但另一方

①　B. Redon, “Rencontres, Violence et Sociabilité Aux Bains: La Clientèle Des Édifices Balnéaires Ptolémaïque,” in 
B. Redon and G. Tallet (eds.), Rencontres, Convivialité, Mixité, Confrontations. Les Espaces Sociaux de l’Égypte 
Tardive, Paris: De Boccard, 2016, pp.59—87.

②　J. Gascou, “La σημασία P. Oxy. XXXIV 2719 et le paysage urbain d’Alexandrie,” Chronique d’Égypte, Vol. 87 
(2012), pp.308—318.

③　Willy Clarysse and Dorothy J. Thompson, Counting the People in Hellenistic Egypt, Volume 2: Historic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42.

④　Tomasz Derda, “A Roman Provinc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 Katelijn Vandorpe (ed.), A Companion to 
Greco-Roman and Late Antique Egypt,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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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随着更为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发现和出版，更为细致和完整的画面

表明，晚期古代埃及业已在众多移民和新政权的影响下，与地中海其他区域

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产生共振，只是在节奏方面未必完全同步。

具体到城市化问题，晚期古代埃及城市化现象的关键原因是政治形势的

变化带来的大规模域外移民对城市建设和发展提出新的客观要求。多元来源

的新移民所带来的不同文化元素的杂糅是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总趋势，这一

点在城市规划和建筑方面也有所体现。以公共浴室和浴场为代表的异域新模

式灵活适应本地传统，城市化与建筑中的这种文化混合通常能够找到具有创

造性的本地解决方案。罗马时期埃及城市的纪念碑性获得突出发展，甚至是

公共浴场也服从并表现出城市建设纪念碑性的特点。在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方

面，埃及存在与帝国中心文化一致性的一面。

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埃及，为了缓解大量新移民带来的人口压力，亟

须扩大耕地面积、广开财源。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不仅法雍得到开发，西部

和东部沙漠以及红海和地中海沿岸等地区也建立了新城市，新的交通路线将

这些城市与原有的中心区域连接起来，①埃及进入一个更大的、以地中海为

重点，并通过红海连接印度洋的贸易体系，为当时的国际贸易所经过的相

对边缘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②无论本土埃及人情愿与否，埃及的城市

化是当局所实施的国土开发的一部分，城市化本身为国际贸易路线的扩展提

供了必要的交通和物资条件。埃及成为罗马的粮仓，既反映了罗马人对埃及

的大力压榨，同时也表明埃及通过更全面的开发，大幅度提升了财富产出的 

能力。

（王欢，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①　Colin Adams, Land Transport in Roman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David Peacock, “The Roman Period (30 BC—AD 395),” in Ian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pp.41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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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r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as developed later in West Asia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relatedness of their respective Reasons of Civilization. In so doing, we apparently opt for 

retaining the term Civilization at least for history writing, only if such theoretically loaded 

concepts as State and Civilization are disentangled from each other.

3. Migration, Cities and Urbanization in Late Antique Egypt

 Wang Huan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Period, the arrival of new immigrants from abroad directly 

stimulated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Late Antique” Egypt. Cities and architecture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cultural element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giving rise to a hybrid 

urban form. The new monumentality of cities was also a product of this process, as 

immigrants and authorities sought to assert their power and prestige through architecture. 

The public bath, a civic building introduced from the Greco-Roman world, is a case 

in point. Its evolution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how new solutions were created in the 

encounter between foreign cultural elements and Egyptian local traditions. It is also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center — periphery theory” related issues in 

the Late Antique Mediterranean world.

4. Shapur I’s Roman Expedition: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Foreign Policy and 

State Strategy of Early Sasanian Empire

 Long Pei

Abstract: Shapur I’s three wars against the Roman Empire from 244 to 261 AD 

were the culmination of the early Sassanian Empire’s brilliant martial art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attern of late ancient Roman-Persian warfare. Shapur I had a 

profound motivati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predatory attacks of the Roman 

Empire, b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Sasanian motivation by Roman historians and traditional 

scholars is not accurate. The cause and process of many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death of Gordian III, the outcome of Valerian’s capture, the fall of Antioch, and 


